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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制度經濟學的交易成本視角

	 陳  林	 陳美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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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對於香港、澳門與珠三角九市，《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簡稱

《綱要》）是現階段經濟與社會發展的最高綱領之一。從2017年粵港澳大灣區

首次寫入中央政府報告，到2018年《綱要》編制完成，再到2019年2月由國務院

向全國印發，這一嚴謹的工作推進流程表明了：由於《綱要》本身承載的重要

意義，理解好這一“頂層設計”的內涵與外延，或許是下一階段達成具體任務

事半功倍的關鍵。 

然而，從理論角度看，學習與理解好《綱要》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即便

世界上的大灣區林立於各大洲，三藩市灣區孕育出美國矽谷，是世界科技創新

中心之一；紐約灣區培育出華爾街，是世界金融商業中心之一；而東京灣區貢

獻了日本經濟總量的三分之一，是世界知名的製造中心；但這更多是地理上的

“灣區概念”，美日兩個國家並沒有學者及其理論講這個具體與經驗的地理概

念，上升為抽象與規律的“灣區經濟帶”的學術討論。 

較早對“大灣區”、“灣區經濟帶”進行理論探討的反而在國內，如

（2017）認為灣區經濟的形成機理是“擁海抱灣，合群通陸”；1 鍾韻等申勇

（2017）探討了當前構建粵港澳大灣區的四大基礎特徵，並且結合區域制度與

經濟增長理論、經濟整合理論、城市體系結構理論等三大理論發現網路型城市

1	 申勇︰灣區經濟的形成機理與粵港澳大灣區定位探究[J]，特區實踐與理論，2017(05)：42-46。



27

體系的建立對於打破等級化的城市發展觀念、營造更密切的區域合作氛圍具有

重要意義。2 同時，趙曉斌等（2018）從區域制度與增長極理論等角度分析認為

可以通過加強粵港澳三方合作，打造內生型經濟及產業本土增長模式為主要方

向。3 而毛豔華（2019）結合區域經濟一體化理論、空間分工及生產理論、城市

體系結構理論和大都市區治理理論，整理了粵港澳大灣區創新發展模式的理論

依據，認為制度整合有利於區域功能性整合，制度創新是實現灣區高效治理的

重要途徑。4 魯志國等（2015）從土地指標、地區生產總值產業結構以及其他指

標出發，評價全球灣區的競爭格局，比較我國灣區與世界灣區的優劣勢，並構

建評價灣區發展的維度評價體系，運用主成分分析法發現我國灣區目前仍與以

東京灣區、紐約灣區以及三藩市灣區為代表的世界級灣區有較大差距，提出要

重視灣區內的創新發展。5 張昱（2018）通過構建灣區共性與差異的灣區多維度

評價體系，對灣區的發展模式進行探究，認為灣區經濟在世界經濟發展中起著

重要的引領作用。6 

無論是形成機理、基本特徵，還是增長模式，抑或評價指標，這些是粵

港澳大灣區的外延。縱觀相關政策與文獻，《綱要》並沒有對粵港澳大灣區的

內涵進行學術上的界定，學術界因而對此也有所忽略，相關的討論一直沒有開

展。一旦沒有界定好粵港澳大灣區這種“灣區經濟帶”的內涵，自然會影響實

務界與學術界對《綱要》的理解，進而影響具體任務的推進成效。 

為此，本文將試圖從經濟學的維度，給出粵港澳大灣區的內涵。具體而

言，從交易成本的角度來分析粵港澳大灣區的一般經濟內涵及存在意義，在交

易成本與治理規模的權衡中界定灣區的合意規模邊界。同時通過比較泛珠三角

區域合作與粵港澳大灣區，進一步分析規模與交易成本的關係，借鑒其他灣區

的發展經驗，準確理解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過程中的交易成本內涵，提出建議

2	 鍾韻、胡曉華︰粵港澳大灣區的構建與制度創新︰理論基礎與實施機制[J]，經濟學家，2017(12)：50-57。
3	 趙曉斌、強衛、黃偉豪，線實︰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理論框架與發展戰略探究[J]，地理科學進展，2018,37(12)：1597-

1608。
4	 毛豔華、楊思維︰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理論基礎與制度創新[J]，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9(02)：5168-

177。
5	 魯志國、潘鳳、閆振坤︰全球灣區經濟比較與綜合評價研究[J]，科技進步與對策，2015,32(11)：112-116。
6	 張昱、眭文娟、諶俊坤︰世界典型灣區的經濟表徵與發展模式研究[J]，國際經貿探索，2018,34(10)：4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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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降低灣區交易成本，為我國加快灣區經濟建設貢獻力量，更好更快地建設世

界一流灣區，服務國家“一帶一路”戰略，提升國家綜合實力。 

二、從村落到城市，從城邦到國家：一個經濟學解釋

 

（一）從經濟史分析說起 

在一個原始聚落，古猿首領思考的首要問題是：接納幾個家庭，是聚落的

最優選擇？雖然家庭數量的增長會帶來生產力的提升（可以進行分工，可以捕

獵大型動物），但不同家庭結合在一起之後，繁殖權、食物分配卻會帶來較大

的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7

在一個石器村落，村長思考的首要問題是：應該接納多少村民，村莊的邊

界在哪裡？雖然村落人數增長會提升生產力，但內部管理的壓力會隨之提升，

夯土城牆的規模與管理成本也會因村落佔地面積擴張而成幾何級數增長，而且

自己家族的勢力不一定能繼續在擴張的村落中佔有主導地位。 

在一個青銅時代的城市，市長除了面臨著與村長一般的問題“城市的邊界

在哪”外，他還面臨戰爭和和平的決策──城市之間的矛盾，往往只有兩種解

決辦法。第一，聯盟，結成城邦；第二，戰爭，以屠殺或奴役告終。這其實也

是一個城市邊界的問題，兩個市長的治理範圍是否需要升級為兩個城市以上的

城邦系統。這正是我國夏朝統治者、古希臘貴族階層等早期人類社會所面臨的

權衡（Trade off，即法學所謂的“對價”），甚至是國家形成的根本動力。 

這些問題的思考推動著人類漫長的進化過程，也推動著人類經濟史的發

展。由猩猩到智人再到現代人，生活方式也由單一家庭生活發展成群居，隨後

演變成氏族部落，最終形成為民族和國家。從經濟學的角度看待這漫長歷史演

進過程，它既可說是規模經濟需要，也可以說是交易成本內部化的要求，是人

們不斷地趨利避害的過程的產物。 

7	 交易成本是制度經濟學的核心工具，指的是圍繞交易契約，甚至是人類所有社交活動所產生的各種有新貨無形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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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初期的兩百萬年裡，人們是以遊群或村落形式生活的。8 但人類最初以

採集和狩獵謀生，並且當時以單獨的家庭為單位，此時以群的聯合力量和集體

行動來彌補個體自衛能力的不足。9 隨後智人學會合作，此時兩個家庭經過內部

化，降低交易成本，並且生產力得到提升，開始分清“我們”“他們”，重視

組織利益。而部落的誕生在於第三個、第四個以及其他家庭的選擇，其他家庭

權衡自己的交易成本，經過比較會選擇加入或者再一次組織自己的部落。隨著

部落的擴大與數量的增加，外部交易成本不斷上升，部落間通過非正式制度比

如契約等聯繫在一起，從而演化成了村落。此時兩個在內部群體中實行原始共

產主義勞動和公平分配制度的村落之間，也會發生利益衝突,一般為互相掠奪人

口和財富，進而壯大村落的實力，並且盡可能多分配有限的資源。人們不斷地

在提高武裝實力、修建城牆及城池、發動戰爭以武力征服對方等等之間進行選

擇。而人們博弈的結果，大多為選擇一種損失最小的制度來保護財產。此時村

落發展成為城市，城市的出現是為了保護財產，同時也是內部化降低交易成本

的過程。城市成為人們分工和協作的地理集聚區，同時大大降低了人們分工與

協作的成本。在交通通訊發展嚴重不足的古代，人們分工與協作的成本沉重，

集聚是降低交易成本方法之一。 

隨後國家逐漸崛起。古典經濟學家的國家起源論基於契約論與暴力論，他

們認為在國家出現之前所有的社會形態都屬於“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存在，

而國家的出現擺脫了這一自然原始狀態。人們通過簽訂契約，將權利賦予一部

分人以保護自己的財產盡可能地不受侵犯。契約規定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但

是不管是簽訂或實施契約都需成本，並且機會主義導致了一定的道德風險。此

時國家作為一個強制性組織，去組織這一契約，它可以節約簽訂契約的成本，

同時也可以運用自身權威性更好地實施契約，並且可以保護契約。因此，古典

經濟學家認為國家的誕生是必然的。新制度學派在基本承認古典經濟學家的契

約論與暴力論的基礎上，認為國家本質上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經濟人，國家的

8	 羅伯特‧L‧卡內羅、陳虹、陳洪波︰國家起源的理論[J]，南方文物，2007(01)：98-104+96。
9	 恩格斯著，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著作編譯局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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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能對內是界定保護產權和節約交易成本，人帶著與生俱來的私利性質，因此

人與人之間無法明確地界定產權，本質上這就是人的有限理性導致的產權界定

失敗，有限理性限制了交易的發展，同時不確定性增加了交易的難度，導致交

易萎縮，此時國家作為一個強制性組織界定產權。但是國家界定產權的成本不

是無限低的，隨著國家規模的擴大，國家界定產權的成本可能最後會高於市場

界定產權的成本。 

歷史不是從白板中來，而是從更早的歷史中衍生出來。人類大致經歷了

從個體家庭、部落、村落、城市最後到國家這一進程。在這一進程中，伴隨著

契約的產生，交易成本隨之出現，人的有限理性不斷催化著這一進程的發展，

最後國家誕生，擁有著最強的強制性來解決有限理性導致的問題，降低簽訂契

約、實施契約以及保護契約的成本。 

在交易過程中，由於內部交易成本並非無限低，相反是屬於一個U型的狀

態，達到合意規模後，隨著治理規模的擴大，交易成本不斷上升。因此，治理

規模與交易成本二者是有明顯的權衡效應──提高決策者的治理範圍，提高社

會分工的精細程度，提高從其他部落、城市成功奪取稀缺性資源的可能性，進

而提升地區經濟與軍事實力，但這必定伴隨著交易成本的增大，政體選擇、階

級劃分、生產管理、分配管理、社會治理等議題都隨之產生。從制度經濟學意

義上來看，治理規模與交易成本，是串聯人類文明發展的一條理論主線。

 

（二）交易成本對治理規模的作用機制 

人類社會的所有集體行為都會產生交易成本，這類成本可概括為“談判和

簽訂契約的費用”，即交易成本（Coase，1937）。10 科斯提出交易成本包括

為了完成市場交易而花費在搜集資訊、談判、簽訂契約，並且實施為保證契約

得到遵守所必要的檢查工作。威廉姆森（Williamson，1985）提出交易成本是

物理學中的摩擦力在經濟學中的等價物，他認為不確定性、交易頻率以及資產

10	 R. H. Coase. The Nature of the Firm[J]. Economica, 1937,4(16):386-405.



31

專用性這三個交易維度決定了企業邊界和組織規模，並且都與交易成本變化有

關，比較市場交易成本和企業內部組織成本就可以確定企業的規模。11 同時張

五常（1993）認為在廣義上交易成本包括一切不直接產生在生產過程的成本，

其包括搜尋資訊成本、協商談判成本、擬定及實施契約成本、界定和控制產權

成本、監督管理成本及制度變化成本。12 弗魯博頓和瑞切特（2012）將交易成

本主要分為資訊及談判成本、討價還價與決策成本、監督執行成本。13

針對交易成本與治理規模，科斯提出市場運行會產生成本，於是構建一

個組織，並且允許某個權威支配資源，就可節約市場的運行成本，但是隨著企

業規模擴大，市場交易成本的減少與企業內部交易成本的增加相互抵消，從而

就限制了企業規模擴大。所以企業傾向於擴張到企業內部組織一筆額外交易成

本，與在市場上組織同一筆交易的成本或是另一個企業組織相同交易成本相等

為止。這表明了在一切商業活動中交易成本普遍存在，交易方式及人自身因素

都對交易成本有一定的影響，也說明了交易成本的大小會影響規模擴張。 

而以威廉姆森為代表的交易成本學派認為人類有著有限理性和機會主義

傾向，增加了交易的不確定性，給交易帶來了很大難度，為了減少這一不確定

性和保證交易能順利實現，人們不得不簽訂一系列契約。而契約的簽訂、實施

和保證都需要大量的成本，當市場交易成本大於人們將供需放於同一組織──

公司時，公司也就產生了。威廉姆森進一步分析認為資訊的不對稱會導致契約

的不完全，當賣方進行了大量專項投資後，買方受機會主義傾向影響可能會危

害賣方的利益，因此賣方會減少其投資，而投資的減少完全取決於不確定性

帶來的交易成本，此時將賣方和買方放置在一個公司會大大降低這一成本，因

此兼併、收購等活動就會發生，公司的規模隨之不斷擴張。格羅斯曼和哈特

（Grossman and Hart，1986）在威廉姆森的基礎上發展了交易成本理論，指出

了交易成本的存在，同時也認為企業合併的成本不可忽視，合併時期的交易成

本體現在合併後被控制方的權利減少，因此企業合併或分離取決於兩種成本的

11	 Williamson, O. 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Capitalism: Firms, Markets, Relational Contracting. New York: Free press, 
1985.

12	 張五常︰交易費用的範式[J]，社會科學戰線，1999(01)：1-9。
13	 埃里克‧弗魯博頓等，新制度經濟學：一個交易費用分析範式[M]，格致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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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14 並且公司的擴張會停滯於公司內部交易管理成本高昂，甚至高於市場

交易成本時。當公司的某項經濟活動的內部管理成本高於通過市場進行交易的

成本時，公司規模會縮小。由此，降低交易成本與管理成本是公司規模變動的

根本原因，市場結構取決於公司規模，而公司規模又取決於交易成本。 

格羅斯曼和哈特的這一合併與分離的權衡正是經濟發展過程中古猿首領、

村長與市長面臨問題的總結。不論氏族、村落還是上升到國家層面，面臨擴張

問題時，無疑都會權衡利弊，最後合併或分離取決於兩種選擇帶來的交易成

本。因此，交易成本與治理規模息息相關。兩個任何形式的組織，如村落、城

市、抑或是企業，交易摩擦不斷產生時，合併是一個不容忽視的選項，是節約

交易成本的存在。合併這一行為使得部分古猿首領失去原有的繁殖權、部分村

長和市長失去原有的勢力，並且隨著規模的不斷擴大，內部組織費用邊際增加

明顯，當內部的組織費用以及權力讓渡成本與外部交易成本相等時，治理規模

邊界也就產生了。因此，交易成本是資訊不對稱以及人感性傾向的產物，而不

斷產生的新規模組織是克服這一摩擦的舉措之一。通過內部整合及分配資源來

降低外部交易成本需要付出組織成本。當組織通過技術進步與制度創新而使得

資源整合分配能力不斷提高時，規模會進一步擴大，組織傾向於將外部的生產

及交易環節進一步內部化，從而規模邊界外延。反之，如果無法通過內部發展

降低交易成本，大企業會分化成幾個小企業，對於經濟發展史中的村落、城邦

也是相同的道理。 

矛盾存在於萬事萬物之間，交易成本與治理規模之間亦是對立統一的關

係。由於外部交易成本的存在，治理組織不斷通過將外部環節內部化，使得治

理規模不斷擴大，從而節約交易成本。但是隨著治理規模的擴大，內部交易成

本也會不斷提高，此時主要矛盾從考慮外部交易成本，演化為內部組織及權力

讓渡成本。當內部交易成本與外部交易成本相等時，規模擴張不再發生，甚至

產生分離行為，此時治理規模的邊界也就產生了。 

14	 Grossman Sanford J, & Oliver Hart. The Costs and Benefits of Ownership: A Theory of Vertical and Lateral Integration. 
Journal of Politics ,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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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灣區經濟帶：城市與國家之間的“中觀”治理環節 

在人類發展過程中，人類所有的偉大文化都是由城市產生的，15 城市是人

類文明的產物，是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交通、交易以及金融中心，是人

類社會前進的動力。16 它是機械的集合體，其基礎是物品的交易和個人利益，17

伴隨城市化產生的單位空間人口快速增長問題加快勞動分工的細化，及生產功

能的專業化加強異質性成員間合作與依賴性，並且不斷團結，18 但是城市貨幣

經濟和分工又導致人和人或城市之間冷漠甚至相互算計。19 在我國，城市作為

微觀治理單位，在現有的政府管理體制下相互競爭，而這並不必然帶來經濟的

增長，反而可能導致競爭的惡化，從而阻礙社會的發展，20 城市政府可能過分

追求經濟增長，而忽視了民生。21 在現有政府競爭激勵制度影響下，城市間地

方保護域市場分割形成（Young，2000），保障勞動者權益、以及社會公平等

問題都可能被忽視，22 因此城市之間的貿易摩擦不可避免，生產要素在各個城

市流通過程中必然受到地方政府一定程度的阻礙。高昂的交易成本使得加強區

域合作、成立區域合作組織的呼聲日益高漲。 

而國家作為宏觀治理單位，過大的治理規模使得內部交易成本幾乎等於甚

至高於市場交易成本。在交易成本的作用下，國家內的企業、城市必然分化成

各個小型區域協作組織，其原因在於（1）儘管國家憲法等法律法規約束著每

個地區，但由於整個國家面積過大，涉及城市過多，歷史文化以及資源條件不

同，各地的經濟發展制度有很大的差異，有部分還帶著明顯的地方保護主義色

彩。比如同一產品的監測方式在每個地區有很大差異，監測標準也各有千秋，

因此在國家層面的區域合作交易成本較高；（2）國家作為一個宏觀治理單位，

由多個微觀治理單位組成。國家層面的合作中，行政區劃分割阻礙區域合作發

15	 (德)奧斯維德‧斯賓格勒著，張蘭平譯，西方的沒落[M]，萬卷出版公司，2015。
16	 隗瀛濤主編︰重慶城市研究[M]，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89。
17	 (德)，斐迪南‧滕尼斯著等，共同體與社會：純粹社會學的基本概念[M]，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18	 Durkheim E. The division of labor[J]. New York, 1933.
19	 Simmel G. The metropolis and mental life[M]. The urban sociology reader. Routledge, 2012: 37-45.
21	 周業安︰地方政府競爭與經濟增長[J]，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3(01)：97-103。
21	 陳釗︰中國城鄉發展的政治經濟學[J]，南方經濟，2011(08)：3-17。
22	 陸銘、陳釗︰論中國區域經濟發展的兩大因素和兩種力量[J]，雲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04)：27-38+69-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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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每個省市在行政區劃內實現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導致產業結構、發展戰略

等趨同，使得區域合作不能實現最有效的要素使用；（3）我國作為一個國土面

積高達960平方公里的宏觀治理單位，內部交通運輸成本高昂，且擁有56個民

族，文化豐富多樣，區域合作難度增加，遠距離運輸以及文化交流難度使得國

家層面合作難以維持，成員最終會選擇次區域合作。 

在協調人類經濟和社會活動方面，人類有著四種可選擇的形式：市場機

制、等級制（政府） 、無人統治以及自組織治理。23 而灣區經濟帶作為一個

新興的區域自組織治理，最先體現的就是空間屬性，其次是經濟屬性，都離不

開規模概念。灣區是由城市構成的城市群，在國家戰略中佔據重要地位，是一

個介於城市與國家的概念，城市不再是單一個體，城市群生產要素流動成本降

低，同時灣區經濟帶依靠優良海灣形成，在規模方面受地域限制，屬於中觀治

理規模。其超越了傳統城市的行政區劃限制，一般具有開放的經濟結構、高效

的資源配置能力、強大的引領創新、更低的交易成本，往往是技術變革，乃至

產業升級的“先行者”。但灣區的發展同樣也受到交易成本的影響，一個新興

灣區想成為世界級灣區需要不斷進行規模擴張，通過灣區內城市的規劃合作與

分工降低其交易成本，與市場交易成本相比明顯具有優勢，但隨著灣區規模擴

大，灣區內部追加交易的成本可能會增加，最終正如企業的規模邊界擴張停滯

與組織變大導致的邊際交易成本等於上下游企業交易的額外生產成本時，灣區

的最佳規模也取決於灣區內邊際交易成本與市場交易成本的比較。 

由此可以看出，灣區是介於城市與國家之間的治理環節，但區域劃分也

並非憑空隨意，灣區的規模需要考慮到灣區內的交易成本，規模過大的灣區經

濟帶受到交易成本過大的限制也無法彌補國家層面治理環節的不足。只有當交

易成本小於或等於市場交易成本時，灣區的資源才能成功地價值最大化，即達

到生產要素的最佳使用。度是量與質的統一，當量超過物質所能承載的最大限

度，事物的質就會發生變化，凡事都要講究適度原則。因此，灣區交易必須使

資源浪費帶來的虧損等於在公開市場中進行交易的成本（科斯，1937）。對於

23	 Bob Jessop. 治理的興起及其失敗的風險：以經濟發展為例的論述[J]，國際社會科學，1999(2) ：3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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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帶裡面的城市群、產業集聚的社會合意規模邊界應處於區內經濟與省會活

動交易成本與集聚一起帶來的生產效益提升階段，並不是城市群越多越好，不

是產業集聚越強越好。 

因此，灣區經濟帶的出現彌補了城市與國家之間的發展環節，有著自己獨

特的優勢，其規模比國家小，但又有國家作為後盾，通過相關契約賦予了經濟

帶部分自主權利。同時經濟帶是國家規劃和自然地理位置的雙重作用結果，集

國家智慧與大自然資源與一體。灣區經濟帶是典型的海灣經濟帶，有著天然的

海灣交通優勢，以及豐富的自然資源，國家通過一系列的政策給予灣區經濟帶

發展及交易優勢。合意規模內的灣區經濟帶作為一個中觀存在，彌補了城市與

國家的治理環節，降低了城市間的交易成本，促進了經濟社會的發展。 

三、從泛珠三角到粵港澳大灣區的演進：治理規模與交易成本之

間的權衡 

在粵港澳大灣區“9+2”模式出現之前，一個同樣為“9+2”模式區域合作

項目──泛珠三角區域合作也曾引起熱議。泛珠三角區域合作源于珠江流域，

是指沿珠江流域的廣東、江西、福建、廣西、湖南、海南、雲南、貴州及四川

內地九省，再加香港及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在內的11個地區，區域面積約為200

萬平方千米，佔據著全國約五分之一的面積，人口接近5億，擁有著全國約三分

之一的人口。2006年6月3日，《泛珠三角區域合作框架協定》在廣州簽訂，這

一協定的簽訂意味著中國規模最大、範圍最廣的區域經濟合作正式開始。 

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經過數十年的發展，在合作初期帶來了巨大的經濟效

益，但是在近幾年弊端開始顯現。2016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

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綱要》明確提出“支持港澳在泛珠三角區域合作中發揮重

要作用，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和跨省區重大合作平臺建設”；同月，國務院印發

《關於深化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的指導意見》中明確要求廣州、深圳攜手港澳，

共同打造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世界級城市群。在泛珠三角區域合作基礎上粵港

澳大灣區屢次被提出，近幾年隨著粵港澳大灣區熱度逐漸上升，泛珠三角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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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被提及的頻率不斷降低，據統計2018年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研究論文發表在

北大核心期刊上僅兩篇，2019年上半年相關文獻數量為零。泛珠三角區域目前

的合作項目逐漸減少，自2004年首屆泛珠三角區域經貿合作洽談會舉辦，原

定每年舉行一次，目前開始弱化，並且在第十二屆合作洽談會上粵港澳大灣區

成為會議主要內容。目前泛珠三角區域合作逐漸成為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助推

力，全力打造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這一世界級的城市群。而由於泛珠三角區域

自成立以來在頂層設計與統一協調上的問題，這一局面的出現並不是沒有道理

的。

 

（一）地域規模與交易成本 

泛珠三角區域合作涉及九省兩區，龐大的治理規模使得組織成本與權力

讓渡成本增加，部分合作甚至超過市場交易的成本。同時泛珠三角區域合作奉

行開放主義，這使得合作內形成成員向區域外組織或次區域組織轉移的引力，

這可能使得泛珠三角區域合作趨於鬆散開放的區域合作狀態。24 並且區域合作

要有效，就必須有強有力的監督機制，合作中若出現機會主義行為，契約就會

逐漸土崩瓦解。而泛珠三角區域主張開放自主，面積規模大，且人口眾多，規

模過大（包括集體行動的範圍和成員的數量）使得合作區域的機會主義行為得

不到監督，因此監督成本較高。所以，面對大集體高監督成本機制，集體行動

和制度容易失去效率，這反映在現實當中就是提高制度化水平的積極性不高，

易形成制度機制建設的惰性。25 同時泛珠三角區域以十一省區合作為特徵，開

放主義政策意味著區域合作不僅要對區域內開放，同時也不能對區域外採取封

鎖政策。在監督機制弱和開放主義的雙效影響下，“搭便車”行為不可避免。

非合作內省區很容易從區域合作中獲利，即帶來嚴重的正外部經濟效應，這

就很容易使得區域內付出建設成本的各方心理失衡，積極性受損，區域合作停

滯。並且由於涉及地域範圍廣，在行政區劃的限制下，每個省區有著自己的行

24	 賴文鳳︰泛珠江三角洲區域合作制度變遷存在的問題及對策[J]，特區經濟，2005(03)：62-63。
25	 賴文鳳︰泛珠江三角洲合作：動力、問題與前景[J]，國際經貿探索，2007，23(2)：1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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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管理辦法，也必然受到業績考核等限制，形成一個利己主義思想，地方保護

主義不斷發展。開放主義在這種利己主義的影響下，最後可能演變成封鎖自身

區域市場，對自身市場企業以及產品實行保護主義，但又要求合作夥伴對自己

開放。因此，泛珠三角區域合作規模過大使得區域內契約執行以及監督成本高

昂，區域交易成本過大。 

這也是泛珠三角向灣區經濟演進的主要原因，粵港澳大灣區由廣州、深

圳、中山、肇慶、江門、東莞、惠州、佛山及珠海九市和香港、澳門兩個特別

行政區組成，僅涉及廣東省以及兩區。在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的發展基礎上，大

大縮小了合作區域規模。粵港澳大灣區同樣由政府組織，信息搜尋成本較低，

與泛珠三角區域相比，粵港澳大灣區成員選擇方面沒有自主自願原則，2018年

3月《政府工作報告》出台實施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這一規劃說明粵港澳大

灣區已成功接力珠三角規劃。同時，粵港澳大灣區涉及的省區級政府數量少，

協商成本小，區域內每個城市定位明確、協同發展，機會主義行為大大減少，

且行政區劃形成的一級政府其管轄範圍內的資源有著較強的共性，降低了信息

不對稱可能性，26 實施成本較低。粵港澳大灣區以其規模小、涉及區域小人口

少的特點，降低了交易成本，區域內協調便利、契約實施成本低，發展目標趨

於一致。因此，規模與交易成本成正相關關係，合適的區域規模能有效地降低

交易成本，從而促進區域發展。 

（二）語言種類與交易成本 

語言是人與人溝通的重要方式，對經濟和社會有不可忽視的影響。語言相

通使得交流順暢，溝通成本隨著減少。語言貫穿交易過程，作為一個多區域合

作的組織，不可避免地涉及到語言問題。泛珠三角區域合作涉及九省兩區，其

中廣東省和兩區以粵語為主，福建省以閩南語為主，剩餘省份也都有自己專屬

的語言，可見在泛珠三角區域語言種類多樣。而區域合作信息整個過程需要在

26	  曹滿雲、戚興宇︰地方政府間跨區域合作治理中信息不對稱問題初探[J]，樂山師範學院學報，2006(01)：10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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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進行調研、投資建廠等，不可避免地需要與合作夥伴溝通。尤其合作區域

內以粵語為主的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是國際金融中心、物流中心，在泛

珠三角區域合作中舉足輕重，因此語言的轉換成本在整個生產成本中產生並且

佔據一定分量。而在粵港澳大灣區，灣區內九市兩區以粵語為主，由於語言相

近相似，粵港澳經濟互動性很強。灣區可以完全使用粵語進行調研、協商、談

判，無需另外轉換語言。 

因此，與泛珠三角區域相比，粵港澳大灣區由於規模小、涉及區域小、歷

史文化影響，區域內語言相通，給合作帶來了很大的便利。一個區域語言種類

的多少是文化多樣性的表現，但在經濟合作過程中就是一種負面的要素，區域

內語言種類越多，溝通交流成本越大，交易成本也會隨之增加。

 

（三）文化差異與交易成本 

在管理心理學中，文化認同感是指組織內的每個成員面對外部突發的重大

事件及原則問題，一般能有一致的認識及評價。能形成這一認同感主要在於各

成員有著共同目標，以及彼此之間有一致利害關係。而泛珠三角區域合作涉及

的九省兩區中有眾多不同文化，嶺南、巴蜀、滇黔、贛、閩、桂以及湘文化的

差異性大。並且儒家思想影響深遠，各成員的“根思想”根深蒂固，地域觀念

極強，因此在泛珠三角區域合作中成員文化認同感薄弱。 

與文化認同感息息相關的是組織內的共有理念，這是指合作成員所認同的

符號或者觀念，它能使合作成員不局限於當前收益和成本對比顯現出的不利，

通過預期收益來增強組織內參與者凝聚力，進而加快制度化進程（賴文鳳，

2007）。所以當文化認同感薄弱時，共有理念很難形成，而若不能形成自律、

互信及集體認同，合作就很難順利有效進行。27 泛珠三角區域由於規模過大，

涉及的文化多樣，內部文化認同感薄弱，共有理念的建立困難，成員目標各

異，如廣東參與泛珠三角區域合作主要目標是尋找供應腹地，成為世界上最大

27	 韓彩珍︰“共有理念”之於東北亞合作制度化進程的意義[J]，教學與研究，2005(6)：5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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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製造業發展基地；而香港和澳門作為經濟高地，泛珠三角區域對兩區而言只

是給他們提供投資機會及發展機遇；江西、湖南等旨在承接廣東產業轉移，並

為其提供高素質人才及勞動力、農副產品等。在缺乏共有理念的基礎上，協商

成本與監督成本也隨之上升。 

而粵港澳大灣區以嶺南文化為主，有著嶺南文化的基因，即文化同源性較

強。文化的力量在於潤物細無聲，用經濟學理論來解釋，就是降低內部交易成

本，文化基因的同源性會給粵港澳大灣區一體化建設減少很多阻力和摩擦，容

易形成一致性意見，28 內部的協商成本及監督成本都會隨之降低。因此文化的

多樣性在區域合作中給合作增加了一定的不確定性，交易成本也隨之提高。 

（四）交通便利性與交易成本 

區域合作必然伴隨著生產要素的流動，區域合作的發展推動整體區域經濟

的發展，這要求區域之間以及地區內部的交通運輸能力供給需求平衡。交通的

便利性是區域合作的重要衡量標準，便利的交通使得區域內的生產要素快速流

通。相反，當雙方的交通發展受阻，雙方契約的執行進程也會隨之放緩，合作

專案簽訂後，雙方的生產要素流通不便，從而執行成本高昂，並且由於交通不

便，後續的監督難以實施。 

2012年《泛珠三角區域綜合交通運輸體系合作專項規劃綱要》中針對泛

珠三角區域未形成統一規劃、整體建設和集中管理的交通運輸協調發展局面，

提出了一系列指導思想以及發展規劃，並且於2016年國務院發佈《關於深化泛

珠三角區域合作的指導意見》中提出要建設現代化綜合交通運輸體系。然而在

發展過程中，各自發展、自成體系問題突出，區域運輸幹線不完善。儘管泛珠

三角區域在交通方面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但由於區域地域規模大，在交通

方面形成子群集是必然趨勢。目前交通領域形成了三個主要的凝聚子群，其中

福建、江西及湖南是一個以江西為中心的子群集；雲南、貴州及廣西為一個以

28	 楊海波、高興民︰粵港澳大灣區發展一體化的路徑演進[J]，區域經濟評論，2019(02)：11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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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州為中心的子群集；廣東、香港以及澳門為一個子群集，泛珠三角區域的交

通領域合作極大地受到空間地域的影響，同時在交通建設與管理合作方面存在

著壁壘（塗易梅，2018），其交通網絡行政區劃效應明顯，區域交通發展不均

衡、不充分，短板明顯。 

而作為城市群發展的粵港澳大灣區雖然目前在交通協同發展機制方面也仍

存在較大問題，但是區域的交通子群集現象受規模限制明顯不如泛珠三角區域

顯著。形成有效的交通協同發展制度設計，打破行政隔閡，在城市群空間範圍

內構建高效便捷的交通基礎設施網路，是支撐各城市間的產業協作分工、生產

要素自由流通（吳志強，2010）、形成強有力的區域競爭合作的先決條件。交

通的便利性決定了生產要素的流通速度，從而影響了交易成本，合作區域規模

越大，內部城市行政隔閡越明顯，交通協同發展機制的順利實施越難。

 

四、從內涵到外延：國外灣區經濟帶的理論與經驗 

世界三大灣區──紐約灣區、三藩市灣區以及東京灣區在發展過程中亦遇

到了很多問題，例如行政區劃各自為政、區域協調與治理機構不足、產業佈局

不合理以及市場機制與行政機制邊界不清晰等問題。儘管三大灣區的重點產業

不一樣，但是在發展過程中，都採取了一系列措施解決發展難題，不斷降低交

易成本，逐漸找到灣區的合意規模邊界，使灣區形成一個合適的規模，規模經

濟得到最大化。

 

（一）打破區域內各自為政的行政規劃現象 

行政區劃的存在使得灣區內各方存在著競爭關係，受城市績效影響，均從

自身利益最大化出發，並且有著極強的機會主義行為傾向，增強了區域合作不

確定性，對大灣區經濟融合造成限制與阻礙，提高了交易成本，不利於灣區制

度化建設，阻礙了灣區的發展。因此突破行政邊界有利於提升灣區經濟作為一

個整體區域的發展水平。三大世界灣區也由城市群組成，但通過頂層設計和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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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規劃，打破了區域內行政區劃隔閡現象，在基礎設施建設和經濟一體化領域

有著重大進展，為要素市場和產品市場的快速發展提供了條件和機會。29 

與自然形成的紐約灣區和三藩市灣區相比，東京灣區發展過程中的超前頂

層設計和統一規劃的痕跡更為明顯。東京灣區的統一規劃開始於1956年日本國

會制定的《首都圈整備法》，該法律使得東京灣區的開發建設有了保障。後續

於1958年、1959年、1966年以及1986年相繼出台了《首都圈市街地開發區域

整備法》《首都圈建成區限制工業等的相關法律》《首都圈近郊綠地保護法》

以及《多極分散型國土形成促進法》等。同時，日本還分別出台了一系列專項

灣區規劃，如1960年的《東京規劃1960──東京結構改革的方案》、2006年

的《10年後的東京──東京將改變》、2011年的《2020年的東京──跨越大震

災，引導日本的再生》以及2014年的《創造未來──東京都長期願景》，通過

這一延續和可調整的統一規劃深度整合經濟，從而有效減少了灣區內的機會主

義行為，明顯降低了交易成本，一都三縣實現了協調共同發展。 

（二）完善區域協調與治理機構 

灣區經濟帶由城市群構成，除了容易受行政規劃導致的利己主義，還易導

致內部混亂無序、分工不明確、蜂擁而上和無人問津問題同時存在，內部資源

不合理利用，阻礙灣區發展。很多學者對三大灣區區域協調與治理機構進行了

研究，制定和實施一個科學合理的灣區規劃是協調及引導區域發展的一個重要

途徑（智瑞芝，2005）。三大灣區的發展經過不斷地探索，協調各地方政府形

成合作聯盟，已經形成完善的跨區域協調整合機制（魯玫村，2018）。 

設立政府或者非政府協調治理機構是三大灣區應對區域協調治理問題的主

要方式。紐約灣區採取的是設置非政府組織機構，主要包括為紐約都市圈管理

和規劃方案的起草機構──紐約都市圈委員會及紐約區域規劃協會（RPA），

以及負責改善及修建基礎設施、協調港口競爭的跨州合作機構紐約港務局，及

29	 申明浩、楊永聰︰國際灣區實踐對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啟示[J]，發展改革理論與實踐；發展改革理論與實踐，2017，
0(7)：9-13。



42

紐約住房與區域規劃委員會等，這些非盈利組織與政府管理並不衝突，但是對

區域的治理起到了重要作用。三藩市灣區則採取的是半官方地方政府聯合機

構，是由政府自主設立，並獲得了各州的支援，以解決區域內出現的協調治理

問題。主要設立負責編制區域協調規劃的三藩市灣區政府協會、交通協調的大

都市區交通委員會以及負責土地資源合理利用和協調規劃的聯合政策委員會。

在東京灣區的發展過程中，面對灣區內出現的區域協調治理混亂問題，政府積

極採取措施應對，設立的機構主要為政府主導協調機構，有針對東京都地區的

首都建設委員會、負責區域發展各項事務的都市整備局，以及負責區域發展

規劃的東京都政策計劃局和負責臨海區域港口建設、維護及運輸等事務的港灣

局。三大灣區在這些機構的管理與規劃下不斷解決內部協調問題，通過完善區

域協調與治理機構不斷降低交易成本，推動灣區經濟的發展。 

（三）構建合理的產業分工佈局體系 

除了打破行政規劃限制，推進區域協調發展，立足於核心與周邊的比較優

勢，構建合理的產業分工佈局體系也是三大灣區的重要實踐經驗。三大灣區成

功建立了雁陣產業分工佈局體系（申明浩，2017），核心區域作為經濟增長點

及引擎，高度集中高端元素和產業區域，在工業價值體系中具有高附加值。而

周邊區域則承接核心區域產業轉移，分佈著與核心區域高度相關、位於價值鏈

中間的工業部門。核心區域高端產業和周邊地區配套產業共同發展，構建了合

理的產業分工佈局體系，使每一區域明確自身的產業定位，協同發展，有效降

低交易成本。 

雁陣理論由日本學者赤松要提出，而日本在產業分工佈局方面不僅是提

出理論的先行者，同樣也是雁陣理論的有效示範。日本於20世紀60年代起，將

東京規劃為金融服務、科技及對外貿易中心，將一般製造業轉移到川崎及橫濱

等周邊區域，形成了合理的產業分工佈局體系。三藩市灣區的核心區域則位於

矽谷，蘋果、谷歌等世界高科技企業代表都位於矽谷，周邊區域為聖約瑟市與

奧克蘭市，其中聖約瑟市以風險投資和高等教育產業為主，進而為矽谷的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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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供應資金和人才，奧克蘭主要從事製造和運輸，為矽谷的高科技產業提供

各種原材料，中間產品和產品出口服務。紐約灣區作為著名的金融中心，其核

心區域是以聞名全球的華爾街為主的紐約，在長度為1.54公里、面積不足一平

方千米的華爾街金融區內，彙集了三千多家銀行、保險公司及交易所。而作為

周邊區域的康涅狄格州及新澤西州以製造業為主，其中康涅狄格州以軍工業為

主，新澤西州則以製藥業聞名。三大灣區在區域上形成了雁陣產業佈局體系，

同時在產業結構上經過不斷地探索與發展，形成了第三產業絕對優勢的格局，

產業集群效應明顯，合理利用區域產業優勢資源，形成合理的產業規模，使得

交易成本不斷降低。 

（四）利用市場、政府與社會三重機制 

灣區經濟帶的發展不僅要依靠市場的資源配置機制，也需要政府的指導

規劃機制以及社會的監督促進機制。因此，分清市場機制、政府機制邊界以及

合理規劃社會公眾的參與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市場、政府及社會機制邊界若不

能明確，公地悲劇、政府干預過度及市場機制失效等問題隨之而產生，這使得

灣區內交易成本可能高於市場交易成本，從而失去灣區經濟帶的集聚優勢。三

大灣區都以市場機制為主、政府機制和社會機制為輔，市場機制使得灣區內資

源得到合理配置，政府對灣區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基礎設施建設及法律保障問題

進行有效干預，同時社會對灣區內所有事務進行監督。在市場、政府與社會三

重機制的作用下，三大灣區的交易成本降低，逐漸找到適合灣區發展的最佳規

模。

 

五、簡要結論與政策含義 

交易成本與治理規模的U型關係界定了粵港澳大灣區的合意規模邊界內

涵。三大灣區實踐經驗顯示，在科學完善的頂層設計框架之下，解決好區域協

調問題，同時有效利用市場、政府與社會三重機制，從降低交易成本入手，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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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灣區合適規模，只有在灣區交易使資源浪費帶來的虧損等於在公開市場中進

行交易的成本時，灣區才能得到有效長遠的發展。而泛珠三角區域合作以及三

大灣區的經驗證明了對於經濟帶裡面的城市群、產業集聚的社會合意規模邊界

應處於區內經濟與省會活動交易成本與集聚一起帶來的生產效益提升階段，並

不是城市群越多越好，不是產業集聚越強越好，只有達到合意規模，灣區經濟

才有更廣闊的發展空間，才能彌補城市與國家之間治理環節的不足。 

交易成本理論及國內外經驗為粵港澳大灣區的頂層設計、整體規劃、產業

分工以及城市建設等提供重要的經驗總結。粵港澳大灣區在現有城市規模中，

面臨著許多問題，首要問題就是“一國、兩制、三區”，粵港澳大灣區與其他

灣區相比不僅要超越地理空間邊界，還面臨著經濟、政治及文化制度邊界，三

個地區流通著不同的貨幣，並且屬於不同的關稅區，出入境管理條例複雜，這

大大增加了三地之間貿易往來的交易費用和制度成本，降低灣區的發展速度。

同時粵港澳大灣區儘管是我國經濟最發達地區之一，香港、廣州與深圳經濟實

力都具備著建設世界一流灣區的條件，但內部並未形成一個明確的主力定位，

即灣區內沒有清晰的主導與跟隨模式。因此，粵港澳大灣區要著力解決內部的

協調治理問題，包括跨邊界、多主體等問題，借鑒三大灣區的實踐經驗，建設

世界一流灣區，打造高品質發展的中國樣板。

 

（一）設立有效的協調機構，構建香港、廣州及深圳核心增長極 

粵港澳大灣區可設立“一地、雙層、三級”協調機構，成立粵港澳區域協

調中心，同時設立中央、省區及地市三級管理組織，加強地方政府及相關利益

之間的橫向聯繫，節約額外交易成本。30 尤其是要做好頂層設計，在新區域主

義視野下，合理開展灣區協調治理的頂層設計，在中央建立高級別的綜合協調

機構，同時為解決行政區劃“各自為政”局面，應推動簽訂地方政府的行政協

定，在必要時可以制定有利於灣區城市群發展的行政區劃調整方案。針對多主

30	 劉雲剛、侯璐璐、許志樺︰粵港澳大灣區跨境區域協調：現狀、問題與展望[J]，城市觀察，2018(01)：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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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問題，明確協同構建香港、廣州及深圳的主力城市增長極，同時努力提升澳

門的核心城市能力。31

 

（二）推動一體化融合發展，促進粵港澳深度合作 

粵港澳大灣區一體化除了需要政治制度上不斷磨合，還表現在經濟一體化

與文化一體化上，提高對內區際開放度有利於提高我國製造業全要素生產率。32  

不斷加快產業結構一體化建設進程，解決粵港澳大灣區發展中產業結構同化和

過度競爭的問題，需形成重心各異、協同發展的灣區生產體系。最大化利用港

澳在金融、商業、資訊等領域的專業化服務及發揮其高附加值領域的核心優

勢，深化現代化服務業合作，拓寬粵港澳大灣區服務領域，打造一個國際化的

經濟集聚地以及高端化商務服務地。在文化一體化上借助粵文化的凝聚力，增

強內部文化認同感，形成灣區文化合力。並且要努力找到粵港澳利益共同點，

建立一種新型語言體系，從而形成深度交流的智庫。33 通過多個領域的一體化

建設，推動粵港澳大灣區經濟深度融合，減少灣區內的貿易摩擦，使得契約實

施過程阻力減小。

 

（三）綜合利用市場、政府及社會三重機制，發揮港澳帶頭作用

灣區經濟發展需有效發揮市場機制資源配置的作用，同時也要依靠政府機

制的規劃決策作用和社會機制的監管促進作用，三者缺一不可。市場配置資源

節約市場交易成本，但光靠市場的自動調節功能是不夠的，政府應及時出台相

關政策以協助市場機制。同時完善粵港澳大灣區社會組織的管理模式，建立灣

區社會評估體系，完善其監督體系，使之有效發揮對灣區政治建設、經濟和文

化發展的監督作用，有效減少灣區監督成本，從而降低灣區交易成本，推動灣

31	 劉成昆︰融入城市群，打造灣區經濟──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分析[J]，港澳研究，2017(04)：55-60+93。
32	 黃永明、李娑︰對外貿易開放、對內區際開放與製造業全要素生產率提升[J]，產經評論，2019，10(01)：110-126。
33	 楊廣生︰要找到粵港澳利益的共同點[J]，新經濟，2017(01)：17。



46

區的發展。在這一過程中，擁有著成熟市場機制、國際化的營商環境以及公開

透明競爭機制的港澳地區應發揮帶頭作用，推動粵港澳大灣區的國際化、市場

化以及規範化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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